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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度消费数字产品和服务导致的数字成瘾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果,还对

公众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日

益丰富。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成瘾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欲望共同驱动的,包括资本扩张、技术渗透、
消费习惯和个人偏好等原因,应对措施包括外部干预、外部激励、自我控制和自我承诺等,需要采取

综合性防治政策。在理论机制和随机实验方面,数字成瘾相关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将来有望在

实验对象、微观基础、个体特性和防治政策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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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信息通讯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变了全球经济社会的运作模式,电脑、智能手机

以及在线平台已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得到广泛使用(Buccietal,2019;Wiraniskala&Sujar-
woto,2020)。从信息探索、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到学习、娱乐、沟通、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世界上

近一半的人口已经实现了数字化(Hughes&Burke,2018;Foroughi,2022)。社交媒体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手机上的社交应用程序改变了人们交流、学习和游戏的方式,数
字消费在世界各地人们的休闲时间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手机用户数

达54.8亿,网络用户数达51.8亿,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达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59.9%,有互联

网接入的人平均每天上网6.5个小时,个别国家人均上网时间超过每天9个小时,平均每天在社交

媒体上花费2.4个小时。①

虽然数字技术在创新经济模式、提高经济效率、丰富娱乐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开始

担忧过度使用数字产品会导致数字成瘾问题,对人们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产生不利影响(Ho,

2021;Pengetal,2022)。智能手机、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可能与香烟、毒品或赌博一样令人

成瘾和有害(Eyal,2020)。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数字成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过度的在线

活动和互联网使用导致人们白天无法管理时间,精力和注意力下降,并在夜间产生睡眠模式紊乱或

失眠问题,从而降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Mosqueraetal,2020;Allcottetal,2020)。一项针对31个

国家的调查显示,在12~41岁的网络用户中,6%的人有数字成瘾症状(Cheng&Li,2014)。数字成

瘾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差异,西方国家平均为4.60%,其他国家平均为8.90%(Panetal,

2020)。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报告称,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与经济困难、丧亲之痛、孤立、焦虑和压

力有关的数字成瘾有所增加(Wuetal,2022),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体

的增加、其他娱乐来源的缺乏,以及家庭秩序带来的网络交流的依赖,青少年网瘾患病率最高,从意

大利的0.8%到香港的26.7%不等(Kussetal,2014)。早在2013年,就有70%的青少年(14~18岁)每
天使用社交媒体,到2018年,45%的青少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网(Boniel-Nissim&Sass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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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学、心理卫生和信息技术等领域都展开了对数字成瘾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数量激

增。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了解数字成瘾的研究趋势对更好地分析数字成瘾的表现、影响和原因,以及

制定和完善数字成瘾的防范措施具有重要价值。

一、数字成瘾的内涵及类型

(一)数字成瘾的内涵界定

数字成瘾(digitaladdiction)也被称为技术成瘾、网络成瘾、计算机成瘾等,最早被认为是一种涉

及人机交互的非化学成瘾行为(Griffiths,1995),但学术界就其定义或诊断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存在

较大的争论(Widyanto&Griffiths,2006;Moritaetal,2022)。现在多数研究认为,数字成瘾是对数

字媒体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过度、强迫、冲动甚至草率使用(Khangetal,2013),并且对它们产生很强

的心理依赖性(Rugai& Hamiliton-Ekeke,2016)。也有研究将其定义为以不受控制的互联网使用

为特征的冲动控制障碍,包括用户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无法切换到其他可用的替代品来达到相

同的要求(Kussetal,2014)。美国成瘾医学协会(ASAM)和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将数字成瘾定

义为“一种大脑奖赏、动机、记忆和相关性环回路的原生性慢性疾病,这些回路的功能障碍会导致生

理、心理、社会和精神的特征性临床表现”(Peper& Harvey,2018)。
(二)数字成瘾的类型

数字成瘾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Young(1999)将数字成瘾分为游戏成瘾、信息超载、网络强迫、
网络性成瘾和网络关系成瘾五种类型。Smaniaetal(2010)把数字成瘾分为四类:一是信息超载,如
上网时间过长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二是强迫性数字成瘾,如花太多时间在手机或在线活动上,包括

游戏、购物、影视甚至赌博;三是网络性成瘾,如过多浏览某些特殊网站;四是社交网络成瘾,如过多

的在线社交,反而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Singh&Singh(2019)和Mengetal(2022)把数字成

瘾归纳为数字设备、数字平台和数字媒体三类,其中数字设备包括计算机、智能手机、数据玩具等,数
字平台包括Google、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数字媒体包括视频游戏、电脑游戏、网络媒体、
在线购物和各种应用程序。

(三)数字成瘾特征

数字成瘾是强迫性、习惯性和不受控制地使用数字设备,以及过度、重复地参与特定的在线活动,
与传统的饮酒和烟草成瘾相似,具有冲动、强迫、过度和草率等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显著

性,使用数字产品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并支配着个人的思维、感受和行为。二是情绪改变,受影响

的人因使用数字产品而产生各种主观体验(Rahayuetal,2020)。三是耐受性,需要越来越多的数字消

费以达到满足感。四是戒断难,个人在突然停止或减少使用数字产品时所经历的身体影响和不愉快感

觉(Kuss&Griffiths,2011)。五是冲突,由于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过长而出现各种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六

是易复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戒断或控制后,又重复之前行为模式(AlMamun&Griffiths,2019)。
数字成瘾也有很多不同于传统成瘾行为的特点:一是数字成瘾对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在短期内

不易体现;二是大部分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很低甚至免费,没有预算约束和价格变化的影响,因而

更容易令人上瘾;三是网络的互动互惠特性刺激了社交网络的普及,如社交媒体和社交游戏等,社交

流动性(即建立人际关系的难易程度)决定了用户的上瘾程度。

二、数字成瘾的影响

关于数字消费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有研究存在不同观点。一方面,数字技术和网络媒

体的广泛应用给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用户很容易获得信息和进行娱乐,加强相互之间的

联系。早期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积极的,主要是通过增强参与度实现(Ellison
etal,2007;Verduynetal,2015)。Burke&Kraut(2016)发现,接受来自较强关系的人有针对性的信

息能积极改善个人幸福感,而查看朋友发布给所有人的信息与改善幸福感无关。这种新的数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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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和丰富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并创造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Kwon,2011)。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引发数字成瘾,对公众

在社交、身体和心理上会造成伤害(Khangetal,2013),并引起家庭破裂、工作绩效低下、侵犯隐私、
情感伤害和情绪不稳等个人或社会问题等(Chametal,2019)。

(一)损害个人身心健康

数字成瘾被认为在功能上等同于传统成瘾,一旦这种冲动变得无法控制,就会使一个人的生活

失去平衡,对身心健康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包括身体和情绪两方面(Petryetal,2014)。长期数字成

瘾产生的身体症状除了疲劳和睡眠不足,还可能导致背痛、头痛、体重变化、睡眠障碍、视力模糊等更

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Kandasamyetal,2019)。此外,还有腕管综合征(Colucci,2018)以及久坐对健

康的有害影响,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自杀(Young,1998)。
数字成瘾导致的典型情绪症状是焦虑、抑郁、孤立感和记忆功能障碍,还会引发愤怒、悲伤和恐

惧等负面情绪(Zhangetal,2019)。大量研究发现,数字成瘾与抑郁症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包括智能

手机成瘾(Pengetal,2022)、社交媒体成瘾(Foroughietal,2022)和电子游戏成瘾(Zhouetal,2022)
等形式,而且会通过引起抑郁症等情绪障碍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人们的福祉(Yangetal,2022)。也有

研究认为,数字成瘾和抑郁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存在一种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困境(Geng
etal,2021),数字成瘾可以导致抑郁症(Wartbergetal,2019),反过来抑郁症也会导致数字成瘾

(Yuanetal,2021),因为抑郁症患者会过度使用数字产品来补偿这种消极的情绪状态。

Facebook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社交平台,不仅提供了与朋友联系、建立社交网络的途径,还提

供了大量信息和新闻,占据市场主导地位(Baileyetal,2018),其用户每天花费了太多时间,数字成瘾问

题最有代表性。Burkeetal(2010)研究发现,Facebook上的定向交流与社会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因
为受试者报告说,他们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改善,孤独感减少了。Facebook使得用户与他人保持联系更

加容易,会改善情绪和幸福感,但也可能会从社会比较中引发负面情绪和习惯(Tromholt,2016)。从社

会心理学角度看,尽管使用Facebook可能是由人类的基本需求(例如社交需求)或诸如无聊或孤独等不

利状态引发的,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会导致消极的情绪状态(Sagioglou&Greitemeyer,2014)。
(二)降低工作绩效

互联网对个人福祉和工作效率的影响一直是多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一方面,学者们认识到信

息和通信技术应用对个人互动、协作和交换知识的能力以及企业的生产力产生了巨大影响(For-
man&Zeebroeck,2012)。另一方面,网络成瘾被认为会影响员工工作时间,减少专注力,降低工

作效率。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数字成瘾行为可以改变人们对诸如工作场所和个人环境的感知方

式,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数字成瘾者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还受到成瘾行为的影响。数

字用户如果表现出经常干扰其他任务的成瘾行为,又将对他们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倾

向于在社交网络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而忽视其他活动(Charlton,2002)。研究认为,由于与

工作任务竞争的持续心理依恋,用户不管是工作还是闲暇时间,都会时刻关注自己的数字设备,数
字成瘾行为不仅消耗时间,还会分散员工执行工作任务的注意力,削弱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表现

(Moqbel& Kock,2017)。
作为工作沟通和协作的重要工具,电子邮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沟通时间和成本,但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挑战,在办公环境中处理太多电子邮件将分散工作注意力。Jacksonetal(2003)研究发现,
员工平均需要64秒才能从处理电子邮件的状态中恢复到正常工作来。即使收件人想忽略电子邮件而

专注于工作也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办公系统的原因,70%的电子邮件在收到后的60秒内被打开,85%的

电子邮件在2分钟内被打开。Freeman(2011)总结了电子邮件通信的许多负面后果,并将其与传统的通

信模式进行了比较,“电子邮件致死”和“电子邮件的暴政”等提法表明,电子邮件是日益增长的信息过载

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美国在线邮箱于2008年6月进行的年度电子邮件成瘾调查,在接受调查的

4000名用户中,近一半(46%)的人表示他们对电子邮件“成瘾”。知识经济研究公司Basex估计,信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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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在2007年和2008年给美国经济造成了至少6500亿美元和9000亿美元的损失。垃圾邮件增加了这

一成本,因为它给发件人尤其是收件人带来了持续的干扰,导致时间和生产效率的损失。

Marotta&Acquisti(2017)认为,在网络上分散注意力的机会是如此之多和广泛,以至于人们几乎

无法抗拒。在工作中,个人平均每10.5分钟就会被Facebook或其他社交媒体的外部通知打断一次,比
如网页上弹出的广告等。有些是内部驱动的,那些在社交网络上特别活跃的人不管是否收到通知,都
会频繁地刷新社交媒体页面以获取他人最新动态,或者无法控制想再点击一个娱乐视频的欲望。大量

研究分析了外部产生的在线中断对个人绩效、决策和情感状态的影响(Jacksonetal,2001;Bailey&
Konstan,2006),持续的网络干扰会分散个人的注意力和专注力,降低个人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因此,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在线工具帮助互联网用户设置“数字围栏”来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数字空间,如广

告拦截、在特定时间内阻止访问特定网站的应用程序等。但是,大多数试图禁止在工作中使用社交网

络以避免工作效率下降的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保护员工工作不受干扰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Buc-
cioletal(2011)研究发现,被告知不要将互联网用于个人用途最终可能会导致员工的工作效率下降,因
为抵制网络诱惑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而意志力的消耗反过来会对员工的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三)破坏社会关系

人类需要社会关系和互动交流,如果个人缺乏对其所生活环境的归属感和亲密感,可能会导致

孤独感。数字成瘾者自发或强迫性地将其社会关系转移到虚拟环境中可能与增加社会联系的初衷

背道而驰。随着使用网络社交时间的增加,人们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反而减少了,亲密而有意义的关

系的减少可能会带来孤独感,过度使用数字设备也会对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Mengi
etal,2020)。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成瘾与调节情绪的困难增加有关,数字成瘾者对社交网络的关注

促使他们在现实社交中孤立自己,增加独处时间,牺牲与亲人相处的时间,从而体验不到那么多积极

的感觉,最终剥夺了他们体验快乐、幸福等积极情绪的机会,进而导致情绪不稳。那些不受控制的互

联网使用水平较高的人,其社会联系水平往往更低(Hormesetal,2014)。
(四)降低生活满意度

智能手机的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在不同的研究中,
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存在积极、中立和消极的各种可能,但大多数研究都认

为,过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Chengetal,2019)。过度使用社交媒体

会对其产生情感依恋,在无法使用时会感到痛苦,他们可能会试图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但往往难以

成功。调查发现,Facebook的使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Shakya&Christakis,2017),使用

Facebook越多,对生活的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就会越低(Sagioglou& Greitemeyer,2014),与其他用

户相比,沉迷于Facebook的用户生活满意度是最低的(Błachnioetal,2016)。社交媒体对生活幸福

感的负面影响也是因人而异,在男性用户和活跃用户身上尤为明显(Mosqueraetal,2020)。另外,
从年龄来看,老年用户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数量较少,更关心自己的隐私,使用频率较低,而年轻用户

更愿意披露个人信息,使用频率更高,因而更容易受到影响(Murphy,2012)。
(五)影响青少年成长

数字设备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但他们的自制力比成年人更差,更
容易沉迷于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数字成瘾的风险非常高(Boniel-Nissim &Sasson,2018)。数字成

瘾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如视力下降、听力障碍和身体肥胖等,对身心健康造成实

质性损害(Beyens&Nathanson,2019),同时还会导致社交焦虑、情绪问题和认知缺陷等症状(Wein-
steinetal,2015)。此外,儿童和青少年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数字成瘾可能会对大脑造成功能性

损伤(Huttonetal,2020)。Tangetal(2017)基于3267名本科大学生的样本数据,调查研究了中国、
新加坡和美国年轻人对互联网使用、在线游戏和在线社交网络的成瘾率及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发
现男生对网络和游戏更容易上瘾,女生对网络社交更容易上瘾。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和新加坡学

生更容易沉迷于互联网使用和在线社交,而不太沉迷于网络游戏。在中国,沉迷于各种网络成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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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患抑郁症的概率最高。
在影响青少年学业方面,Wangetal(2013)发现患有数字成瘾症状的学生学习成绩较低。根据

Englanderetal(2010)的研究,社交媒体在学界的使用弊大于利,社交媒体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成

绩。在社交媒体用户中,Facebook用户的学习成绩比不使用或使用任何其他社交媒体的人都要差,
因为Facebook是学生分心的主要原因(Kirschner& Karpinski,2010),让学生沉迷于非学习活动,
从而降低学习效率(Alshuaibietal,2018)。也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不完全是

负面的,而是取决于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学生的个性特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外
向型性格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影响(Sharma&Behl,2022)。

(六)影响不明确

也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大量使用社交媒体对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明确

的,并不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严重。Banjaninetal(2015)通过调查发现,在社交网络上花费的时间和

社交网络相关活动对观察到的网络成瘾水平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均无显著影响。Orbenetal(2019)使用

大规模纵向数据集分析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报告的是微小的、琐
碎的和不重要的结果,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Zhuangetal(2020)认为,跟过去担忧广

播、电视、视频游戏和电脑等设备一样,现在担心社交媒体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社交媒体的使

用不会导致幸福感下降或学习成绩下降。

三、数字成瘾的原因

一般认为数字成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社会、技术和个人心理等各种因素。有研究认

为,数字成瘾原因包括社会文化、个人心理倾向和网络的特定属性(Cashetal,2012),也有研究提出,
应包括个人、家庭、学校、网络和环境等多种因素(Chungetal,2019)。总体而言,数字成瘾由外部环

境因素和个人内部欲望共同驱动,有比较复杂的形成机制。
(一)数字资本扩张

近年来,资本迅速进军数字经济领域。资本出于积累和增值目的,通过参与式数字消费这种渠

道,利用消费者提供数字内容和社会关系为它们提供免费劳动,用户被“捕捉”并被塑造以适应资本

的需求,数字成瘾者甘愿花费大量时间沉溺于数字资本的扩张版图。

Web2.0是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即生产者,有潜力“无缝”整合

生活和娱乐,企业能够利用消费者参与交流活动和信息共享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Terranova,

2004)。很多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等新的数字服务平台让消费者提供数字内容,使消费者变成了生产

者,使得个人花费过多在线时间。这种生产和消费的融合,或者说免费劳动的日益普及,是资本降低劳

动力成本或者将劳动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一种趋势,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获取价值的重要实现途

径。Facebook将自己定位为交互式、基于参与者的在线媒体,是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平台,这些内

容通过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创造价值,企业的商业模式和利润来源都取决于免费劳动。Cohen(2008)
认为,Facebook用户上传视频、评论照片、链接朋友、使用Facebook应用程序以及分享文化品位等各种

活动,虽然不生产物质产品,也没有雇佣关系,但是为企业提供了免费劳动,是企业的价值来源。
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所有的会员活动都可以被视为对公司有利的免费劳动。比如,Facebook开

始招募了一些会员,然后会员的主要任务是添加朋友,通过向整个通讯簿发送电子邮件,邀请联系人

加入,病毒般地扩大用户群体。Facebook有效地利用了用户自主贡献的增长策略,将平台呈现为一

种有用的“将你与周围人联系起来的社交工具”,使人不由自主地加入并沉迷于它(Sagioglou&Gre-
itemeyer,2014)。

数字消费者在线行为产生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也被用于商业利益和提高广告效果(Robinsonet
al,2015)。一方面,企业利用消费者数据可以更好地将其产品与消费者偏好相匹配来增加盈利能

力;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使企业能够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使社会盈余的分配向企业倾斜(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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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l,2020)。这种针对消费者的例子很普遍,比如在线视频和游戏行业利用个人数据将广告瞄准那

些最有可能受到诱惑的人(Morris,2019)。Ichihashi&Kim(2022)研究发现,一个更容易令人成瘾的平

台会让消费者产生更低的参与效用,但会产生更高的分配注意力的边际效用。为了鼓励消费者花费大

量时间在平台上,平台会降低收费标准,甚至提供免费的低质量服务,以增加用户黏性和提高成瘾程度。
(二)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

随着移动技术和复杂数字系统的出现,智能数字设备、社交网站或其他在线平台在各个年龄段

的人群中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即使是那些数字资源有限的人,都在利用数字技术改变他们的生活方

式(Elliot,2018)。数字技术对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从信息探索和共享到学习、娱乐、交
流和社交(Foroughietal,2022)。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产生了各种数字产品和服务,展现出巨大的

新奇感和独创性,在全社会产生“数字崇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体验产生巨大影响。数字话语权正

是这种当代敬畏的感觉的集中体现,即网络技术改变了一切,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是

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的思想基础(Fisher,2010)。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线上进行,很多工作都被各类数字设备围绕,人们始终与互联网保

持联系,数字成瘾的机会变得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在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国家的总体互联网普及率

和人均互联网使用量大幅度提升等因素是数字成瘾增长的基础。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为

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数字产品和服务上面提供了便利,数字产品和服务内容的丰富和便利性增加了

对所有人群的吸引力。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或应用程序的设计对在数字体验中产生成瘾效果起着重

要作用,这些技术被认为是有意设计的,目的是让用户觉得必须使用它们。各种在线服务甚至专门

设计了用于吸引和维持用户注意力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在线上花费的时间、参与度、自我披

露程度或广告曝光率(Acquisti,2016)。很多应用程序基于诱导强迫性效果的设计原则,通过使用奖励

系统来鼓励用户的重复行为,增加用户黏性,使用户不自觉地花费了最多的在线时间(Berthon,2019)。
在线教育在学术资源和学术交流方面有很多优势,可以为师生获得知识提供很多便利(Aminet

al,2016)。因此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成为趋势,许多知名教育机构在平台上开设了在线课

程,为学生提供了灵活的学习机会。微软Teams、Zoom和GoogleMeet等在线平台提供专门服务,
便于组织各种虚拟会议、网络研讨会和在线课程。学生们发现这些课程对提高他们的知识基础和职

业发展水平都很有用处(Dzogbenukuetal,2019)。但是,在线教育给师生提供便利的同时,使学生

特别是青少年更多地暴露在网络环境中,在线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学生面临各种各样的网络诱惑,极
大地分散了学生的学习专注力,让他们沉迷于各种非学习活动(Alshuaibietal,2018)。

(三)消费习惯形成

在跨期选择时,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能够产生即时效用的行为,增加的直接效用不仅可以从参

与带来愉快或满足的活动中获得,也可以通过推迟那些立即引起不快的活动来获得。由于各种数字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够立刻给消费者带来直接效用,使得用户更愿意持续地花费时间在各种应用

程序上,而不考虑时间成本以及对未来其他活动的影响,特别对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人更容易形成

数字消费习惯,表现出只顾眼前的成瘾特征。比如,积极的消费外部性在跨社交网络平台传播用户

生成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sarlaetal,2012;Zeng& Wei,2013),数字成瘾者倾向于评估从使

用社交网络中获得的效用,而忽略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参与的用户越多,平台内的社会流动性越大,
交流所产生的效用就越高,就更具有吸引力。因此,社会流动性影响个人参与在线社交活动的活跃

程度,就是这种即时效用发挥的作用(Fangetal,2013)。
理性成瘾理论认为,过去的消费通过影响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来诱导当前消费,如果过

去的消费对现在的消费有积极影响,从而产生累积效应,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上瘾。如果消费者考

虑到未来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仍然做出成瘾行为的选择,那么就是理性成瘾。

Hyeokkooetal(2016)认为,当用户预期未来社交流动性会增加时,他们就会增加当前的社交应用消

费。因此,使用社交网络的用户都有形成和维持稳定社交关系的动力,这种动力通过使用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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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加强,表现出理性的成瘾行为。
针对数字成瘾行为,Gul&Pesendorfer(2007)提出了诱惑模型,认为容易令人上瘾的数字商品

具有诱惑效用,在与其他商品一起组成的效用函数中,消费者在做选择时更加偏好于这些特定数字

商品,反映了数字成瘾的微观机理。Kuss(2013)观察到,电脑游戏玩家尽管知道长时间玩游戏有潜

在的负面后果,如睡眠不足或无法完成重要任务,但对他们而言游戏是一种诱惑商品,如果他们缺乏

克服这种诱惑的意志力,可能会更加频繁地玩游戏,并持续玩更长时间。在这些玩家中,只有那些有

足够自我意识的人才可能会想办法限制自己玩游戏的时间,以减轻过度玩游戏的伤害。
(四)个人心理偏好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成为彼此的决定因素。数字成瘾者不仅受到环境

的影响,还受到行为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数字消费的个人心理偏好。最主要的是数字消费带来的激

励作用,数字内容(如社交媒体服务、文本、视频、推送通知)提供的间歇性奖励被认为会激活大脑中

的奖励回路,并导致依赖性的形成(Peper& Harvey,2018)。社交媒体、在线新闻等数字消费反映了

人们需求的社会和心理根源,心理需求与数字成瘾呈正相关,而个人对需求的自我控制与数字成瘾

呈负相关(Kimetal,2008)。用户通过在社交网络上投入时间、精力和创造力,可以获得信息、维持

友谊并产生感情归属感或满足感,获得娱乐价值和精神享受。比如,在社交网络上特别活跃的个人

可能会觉得“有必要”经常查看网站,无论他们是否收到通知(Hggetal,2006)。Sagioglou&Greite-
meyer(2014)针对263名用户样本的研究表明,Facebook上的活动主要由社交和非互动过程组成,
大多数参与的活动(即社会信息的被动消费)对一些用户来说都有相当负面的结果,人们在应用程序

上活跃的时间越长,之后的情绪就越消极。但是仍然有大量人每天都在使用Facebook,这可能是因

为人们犯了情感预测误差,他们希望在使用Facebook后感觉更好,但事实上他们会感觉更糟。造成

这种情感预测误差的原因可能是由潜在的激励因素引起的,比如社交需求等,这些因素使积极的期

望变得非常突出,并掩盖了过去因使用软件而成瘾造成时间浪费和情绪消极的不良记忆。
还有就是个人担心被社会环境所忽略,那些对个人能力、自主性和人际关系的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的人,以及对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人,往往会感到被忽略的恐惧,担心当自己缺席时其他人会经历更

有趣的事件,从而时刻关注社交媒体的动态(Beyensetal,2016)。有很多个人因性格或者心理原因

导致数字成瘾,比如性格内向、社交困难,或者患有焦虑和抑郁情绪,或者缺乏情感支持和面临压力

(Kimetal,2008)。很多案例研究表明,某些人群更容易数字成瘾,比如那些患有焦虑和抑郁的人,
过于害羞且无法轻易与同龄人建立联系的人患数字成瘾的风险也更高(Kuss& Griffiths,2011)。
此外,心理压力和不快乐也会极大地助长数字成瘾,缺乏情感支持使得个体转向数字媒体来满足自

己的需求,数字成瘾在20至30岁患有抑郁症的男性中更为常见(Castille&Tilman,2012)。
最后是自我表现的需要。社交媒体日益成为数字成瘾的研究重点,因为社交媒体变得容易普

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故事、感受、视频、图片和各种公共内容(Kara-
koseetal,2023)。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是为了与他人建立或维持持久的、积极的、情感上愉快的关系,
经常努力通过接受他人的认可和征求他人的意见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感和权威(Ellisonetal,

2007;Steinfieldetal,2008)。研究发现,自我表现或者自恋是个人频繁使用社交软件的重要因素,自
恋得分较高的人更加重视Facebook,他们在Facebook上有更多的朋友(Gentileetal,2012),在交往

中更加活跃,花费更多的时间。上瘾程度较高的Facebook用户会频繁地更新自己的状态,以达到宣

传和表现自己的目的(Ongetal,2011)。年轻人,尤其是16~24岁的年轻人,更愿意通过社交媒体

网站与朋友和家人联系,通过交流信息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Boyd&Ellison,2007)。

四、如何应对数字成瘾

对数字成瘾的个人防治措施主要是心理和药理治疗,包括心理辅导、软件介入、药理治疗和综合

治疗四类(Cemilogluetal,2022)。此外,还包括公共防治政策,主要涵盖了从自由放任到税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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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监管豁免、限制、产品责任和公共卫生运动等各个方面,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或者政策组合

(Berthonetal,2019)。研究者一致认为,解决数字成瘾问题重要的是预防策略,在成瘾变得严重之

前就解决风险因素(Kwon,2011;Yu&Shek,2013)。
(一)外部干预

在数字消费中,有些人是理性有远见的,而有些人容易短视成瘾,只注重眼前的数字消费需求。
在不同特征的群体中,个体在效用最大化和成本效益合理化的决策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是否成瘾以

及成瘾程度在统计上存在差异。政府通过信息增强政策,广泛揭示数字成瘾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后

果,有望提高公众对数字成瘾危害的认识,提升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成瘾性数字消费。
为了应对数字成瘾问题,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预防措施。例如,法国教育部禁止一年级至九年

级学生在学校使用智能手机。韩国一直在实施2010年备受争议的“灰姑娘法”,该法律禁止网络游

戏提供商在午夜至早上6点之间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美国2019年提出了《社交媒体成

瘾减少技术法案》,禁止社交媒体公司使用提高用户在其平台上参与度的技术,并要求设置每天30
分钟的默认时间限制(但用户可选择更改)。但数字消费与传统成瘾商品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价格方

面的差异导致普通限制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很多人也对这些限制性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政策

存在许多明显的法律漏洞和规避途径,在遏制数字成瘾方面只取得了暂时和有限的成功。①

由于工作效率低下源于个人的当下偏好和对工作的拖延,公司的策略是对效率低下的沟通时间

进行限制(Makarov,2011)。例如,对于员工频繁地查阅电子邮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公

司尝试了各种解决方案。一是加强监控,公司通过监控其内部电子邮件,惩罚那些在白天查看社交

邮件的员工;二是限制员工的上网时间,Hong(2007)进行了一个实验,将“安静时间”和“互动时间”
区分开来,结果是自我报告的工作效率提高;三是在开车等特定情境下完全禁止使用电子邮件的极

端措施;四是使用比电子邮件更少分散注意力的替代通信工具,比如在线日历或者在线文档协作。
此外,还有一种帮助用户创建数字围栏以保护他们使用数字设备时间和空间的工具软件,例如广告

拦截程序。这些工具有助于在特定时间段内监控甚至防止访问分散注意力的网站。这些政策试图

限制员工被干扰和分心,但并不总是受到员工的欢迎,它们对个人表现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也不太

明确(Maeveetal,2015)。
在干预措施的效果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通过比较个人在数字设备和服务上花费时间的变化来评

估。Marotta&Acquisti(2017)利用一款“Freedom”应用程序做了实验分析,该应用程序可以阻止对

各种网站和服务的访问,并使用在线众包平台和实际的货币激励来捕捉干预措施对受试者的影响。
试验中不对对照组做任何干预,实验组中一种是外源性干预,即应用程序被设置为在固定时间内阻

止访问预先确定的、可能令人上瘾的网站,另一种是内源性干预,参与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屏蔽这些

网站。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这种限制性工具确实提高了个人的工作效率,相比较而言,外源性干预条

件下的参与者在众包平台上完成了更多的任务,赚了更多的钱。然而,处于内源性干预条件下的参

与者被赋予自主选择是否被干预的权利,大多未能有效地自我控制,生产效率也没有发生任何显著

变化。Marotta&Acquisti(2018)通过实验发现,在工作时间屏蔽了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后,工人完

成的任务更多,收入也增加了。

Huntetal(2018)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以调查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下降的关系。他们把宾

夕法尼亚大学143名本科生随机分配成两组,实验组学生每天在每个平台上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被

限制为10分钟,对照组像往常一样使用社交媒体不受干涉。监测发现,实验组在三周内的孤独感和

抑郁感明显减少,将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左右会显著改善幸福感。Allcottetal
(2020)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实验组的受试者必须停用Facebook账户一个月。结果发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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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减少了包括其他社交媒体在内的总体在线活动,11个主观指标中有4个指标的主观幸福感增

加,而且在实验结束后仍然保持效果。
此外也有采取体育活动(Tsengetal,2022)和“以毒攻毒”数字游戏(Ding&Li,2023)等其他方

法进行干扰的研究。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干预是有效的,干预组的数字成瘾程度明显低于对

照组,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数字成瘾方面,外部干预前后差异显著。但有分析认为,这样的评估只是将

干预效果与花费在数字设备上的时间联系起来,是过于简化了的数据分析,因为很多时候使用电子

设备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上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基于工作需求的正当使用。此外,使用设备时间的减

少只突出了数字成瘾症状的改善,即使个人没有表现出过度使用现象,也有可能是数字成瘾(Allcott
etal,2022)。

(二)外部激励

部分研究探讨了外部激励如何改变数字成瘾行为,即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诱使用户减少数字消

费,从而达到戒除上瘾行为或者降低上瘾程度的目的。一般需要考虑,激励措施是否有效,对不同人

群是否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产生效果,在激励措施退出后能否长久地改变用户行为习惯。

Allcottetal(2022)邀请2000名美国成年人参与了一项随机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在手机上安装

一个自动记录某软件使用时间的应用程序,可以利用这个程序把6个最常用并容易令人成瘾的软件

的使用时间限制为自己理想的预期时间,如果实际使用时间减少将获得相应奖励。根据问卷分析,

84%的人有数字成瘾的感觉,23%的人愿意安装控制程序限制上网时间,这也反映了个体的差异性。
处置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自愿设置时间限制的人平均每天减少手机使用时间20分钟。在给予每小

时2.5美元奖励的三周内,实验组每天的软件使用时间减少了56分钟,比对照组的平均值减少了

39%。在奖励结束后的三周内,奖励组每天使用的时间仍然减少了19分钟,再之后的三周内,每天使用

的时间减少了12分钟,表明数字成瘾和减缓过程都是一种习惯形成,激励措施也有长期效果。
(三)自我控制

由于个人偏好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个人通常会在面临诱惑时选择不符合长期利益的方案。在

Gul&Pesendorfer(2001)提出的跨期选择模型中,消费者在面临诱惑前后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案,
为减缓这种选择冲突,一是事前进行合理选择,在没有诱惑时尽量排除包括诱惑因素的方案,这是单

纯的自我控制;二是后期自我控制以抵制短期诱惑,是带有诱惑的自我控制。

Acland&Chow(2018)实施了一项在线游戏的大规模现场实验,时间跨度从2007年10月到

2014年6月,参与游戏的人被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并且定期轮换。实验组玩家也有两个选

择,游戏之前可以选择是否给自己游戏数量设定限制,游戏过程中也有一次机会选择是否暂停游戏。
处置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使用带有自控设置的玩家的游戏次数更少、时间更短,因为他们能够克

服玩更多游戏的诱惑。但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如果玩家缺乏克服这种诱惑的自控力,他们可能会

更频繁地玩游戏,并且玩的时间更长。

Collis&Eggers(2022)同样利用“Freedom”应用程序研究了自我控制对使用社交媒体的影响。随

机分配的参与者使用该软件将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10分钟,实验发现这并没有减少他们花

费在数字设备上的总时间,也没有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幸福感和学业有任何影响。因为,当通常浏

览的网站被屏蔽时,他们往往会寻找并发现新的网站,从而使软件的限制失去作用。因此,自我控制能

力至关重要,只有具备自控能力的人使用该软件才会有效果。当然,该实验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限制

智能手机总的使用时间,而是让用户有选择的权利去自己设定受限的网站,这也是考验个人自控能力

之处。Hoong(2021)实施了一项随机实验,邀请629名参与者定时报告社交媒体和总体手机使用情况,
分别记录使用手机的理想时间、预测时间和实际时间,随机将50%的参与者分配到实验组,促使他们把

手机使用时间限制在之前计划的理想时间范围内。通过比较手机实际使用时间和理想时间的差异发

现,缺乏自我控制导致的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象普遍存在,大部分人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

他们预测和计划的要多。虽然采用限制措施后显著减少了手机使用,但是只对那些已经成瘾而且确实

—521—

李军军:数字成瘾问题研究进展



  2023年第8期

愿意自我控制的人有效。也就是说,限制措施只对那些一开始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超过预期的参与者才

有效,而对于最初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他们声称的理想时间要少的参与者,应用限制干预反而增加了

手机使用时间。同样,对于重度成瘾者的效果明显高于使用量较少的人,这意味着自我控制能力较高的人

更有可能在应用限制干预后减少使用手机。上述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在防治数字成瘾方面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但存在一些前提条件,包括个人的自愿参与并与外在干预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四)自我承诺

自我承诺是指个体为了避免未来的错误选择而主动制定计划,包括实施限制措施。当然,这种

承诺可能受诱惑并且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不一定能够实现。Bryanetal(2010)提出,如果违背承诺就

施加真正的经济惩罚或实现承诺就给予奖励的情况被称为硬承诺,而承诺是否履行没有实质性奖惩

措施,只产生心理后果的情况被称为软承诺,作者对这两种承诺的数字成瘾防治效果进行了研究。

Mosqueraetal(2020)在2017年对1765人进行了一项大型现场实验,以分析Facebook对用户

的价值及其个人日常活动和幸福感的影响。他们使用激励程序询问参与者需要支付多少钱才愿意

一周不使用Facebook。参与者评估了他们对一周使用Facebook的重视程度,然后被随机分配到限

制使用的处理组或没有限制的对照组。结果表明,承诺并坚持不使用Facebook一周的补偿价值平

均数为67美元,中位数为40美元。Herzog(2018)、Corriganetal(2018)、Brynjolfssonetal(2019)、

Sunstein(2019)、Allcottetal(2020)等也做了类似研究。其中,Brynjolfssonetal(2019)认为,包括

社交媒体在内的数字技术产生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为了评估Facebook产生的消费者剩余,他们

通过激励兼容选择实验研究发现,2017年美国用户从使用Facebook中获得的价值中位数约为每月

48美元,这是他们愿意放弃使用Facebook一个月的补偿价值。他们还通过对欧洲一所大学的学生

进行类似实验研究发现,样本中学生每月使用Facebook获得的价值中位数为97欧元。Allcott&
Gentzkow(2017)认为,社交媒体在获取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影响了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
从而影响了个人对其价值的评估。实验也表明,Facebook是获取非主流媒体新闻的重要渠道,那些

离开Facebook一周的人会减少新闻浏览,愿意参与更健康的活动,情绪变得更好,这些结果在男性

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限制一周不能使用Facebook后,其补偿价值增加了19.6%,
说明社交媒体成瘾会改变个人对其价值的评估。

五、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实验样本的获取方面。目前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是通过现场实验收集样本数据,并采用处

置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大部分样本收集过程都没有遵循随机抽样原则,而是从某一类群体中招

募受试者,比如某个大学的学生或者某几个企业的员工,还有很多纯粹是在线调查,大多数参与者都

是自愿或者因奖励而参加,样本自我选择偏差会降低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同的群体,比如职员和

学生,成年人和青少年在数字消费方面有很大差别,在消费偏好、效用函数和自控力等方面都有所不

同。因此,样本的代表性成为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另外,实验往往只能获得截面数据,或者只有少数几次跨期数据,缺乏长期数据进行纵向研究,因为

大部分处置效应模型只评估了某项措施的直接影响,而没有长期跟踪分析。
第二,实验环境的变化方面。现有研究大都基于个体反馈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模型没有考虑用

户之间的相互效应和其他外部性影响。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增加了个体的手机依赖,如果一个人的

社交媒体使用增加了其他人的使用,这种积极的网络外部性将放大个体的自我控制问题。在外部性

方面,实验环境的不同也会造成实验结果的差异,数字消费在特定时期内往往表现出独特性。比如,

Allcottetal(2022)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开展实验的,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88%的参与

者报告疫情使他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手机使用时间。因此,如果没有考虑到外

部环境的影响,研究就会产生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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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验对象的丰富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消费场景不断更新和丰富,消费者面

临越来越多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导致数字成瘾模型的很多参数变得不稳定。现有文献中的实验在考

察各类干预措施的效果时往往只能选择某一类或少数几个应用程序,覆盖面不足。在实验过程中,
数字成瘾者往往很难抵挡诱惑,在某一个设备或者某几个软件被限制使用后会尝试使用其他的替代

设备和软件,实验结果就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第四,实验数据的偏误方面。实验参与者通常会被要求报告他们在游戏、社交媒体和数字设备

上花费的时间和各种心理感受,这也很容易产生记忆误差,特别是参与者考虑物质奖励或者心理因

素,可能会有故意谎报数据的动机,造成统计上的记录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应对方法是在实验对象的数字设备上安装检测软件,可以更客观地记录使用情况,尽量减少统计误

差,但这种记录不能很好地区分手机是否正常使用,无法准确判断个人的主观感受。
(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解决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为了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要尽量扩大实验样本的覆盖范围

和延长实验时间,可以与社交媒体平台或互联网服务商直接合作,利用数字消费大数据的丰富信息,
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数字成瘾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规律。

第二,探讨实证分析的微观基础。虽然现有研究基于样本数据用定量模型做了实证分析,但有

关数字成瘾的原因、自我承诺和外部激励等数字成瘾防治措施产生效果的潜在机制和微观基础还不

确定,理论模型中数字消费的个人偏好和效用函数还不够明确。很多研究发现,实验中非常多的参

与者意识到自我控制问题,并愿意使用限制措施减少在线时间,那现实中为什么人们没有主动使用

这类限制性工具? 抑或这类工具太贵或无效?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了解数字成瘾的个体差异。现有对数字成瘾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群体的一般性和平均

情况,较少分析数字成瘾的个体差异。比如,Hyeokkooetal(2016)在不同群体中观察到成瘾行为性

质的显著差异,某些群体表现出理性成瘾行为,而其他人则是短视成瘾,而且这些个体差异会因数字

应用的特性而相对变化。与网络游戏相比,社交媒体用户的短视成瘾程度更为明显。因此,未来可

以从微观角度探讨哪些个体更容易数字成瘾,再具体而言哪些群体更容易短视成瘾,哪些群体是理

性成瘾等,从而为识别数字成瘾和制定干预措施提供更精准的判定依据。
第四,完善数字成瘾的防治政策。数字成瘾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如何完善和实施政策组合

来改善数字成瘾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有效、可靠、实时的数字成瘾对抗

系统? 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各类公司如何将其产品与消费者福利最佳结合,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 这些问题也都是值得未来深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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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DigitalAddiction

LIJunjun
(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China)

  Abstract:Thedigitaladdictioncausedbyexcessiveconsumptionofdigitalproductsandservicesnotonlyreduces
theefficiencyofworkingandlearning,butalsohasadverseeffectsonpersonalphysicalandmentalhealthandeven
causesocialpublicproblems,whichhasattractedincreasingattentionwithrichresearchresults.Existingresearchhas
shownthatdigitaladdictionisdrivenbybothexternalfactorsandinternaldesires,includingcapitalexpansion,techno-
logicalpenetration,consumptionhabits,andpersonalpreferences.Measuresforcopingtodigitaladdictionincludeex-
ternalintervention,externalincentives,self-controlandcommitment,etc.Therefore,comprehensivepreventionand

governancepoliciesareneeded.Therelatedliteraturehasmadegreatprogressintheoreticalmechanismandrandom
experiments,andisexpectedtomakegreaterprogressinexperimentalsamples,micro-foundations,individualcharac-
teristicandcomprehensivepolicie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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